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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双栖到凤池

　　这是我父亲柳亚子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时为我母亲郑佩宜所作的一首寿诗，没有选入《柳亚子诗词选》。母亲去世后，我们请父亲的朋友吴信三先生将这首诗书写后刻在母亲的墓碑上。吴信三先生称我父亲为老师。父亲的碑文亦是吴先生所书。

　　父亲与母亲感情弥笃，五十余年，晨昏相伴，患难相依，风雨同济，甘苦与共。父亲性情爽直豪放，有时倔强善怒，但对母亲温存顺从。母亲不仅在生活上对父亲照顾周到，关怀备至；而且对父亲的革命事业追随支持，协力襄助，真是一个得力的贤内助。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父亲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只身赴沪。一同工作的有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牺牲的侯绍裘、张应春烈士等。父亲在家时饮食寒暖由母亲照料，自己不善料理生活。那时他在沪工作，难免衣着欠整，饮食粗淡，我在沪念书，得知父亲情况，在给母亲的信中，竟说他“狼狈不堪”（其实，后来父亲给当时江苏省党部的同事姜长林先生的信中说，那时是他工作、生活最愉快的时期）。而母亲对父亲为党务离家，毫不拦阻，数月后，为照顾父亲，母亲亦至沪上暂住。

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父亲刚从我姑母处返家，夜半，外面叩门声甚急。母亲立即意识到是有人来抓父亲，她机智沉着，让父亲藏身在楼房夹壁中。不少士兵蜂拥入屋，楼上楼下，到处搜查，没有找到父亲。第二天清晨，父亲扮作乡下人模样，坐小船至上海，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无垢亦至上海（时哥哥无忌就读北京清华学校），然后一同亡命日本。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偕母亲避居香港。珍珠港事件发生，父亲由我党派人照料离开香港，母亲不便同行，不久也设法离港，然后他们辗转至八步、桂林、重庆。母亲随父亲过着萍踪不定的生活，毫无怨言，不以为苦。
　　听说有一次在桂林的时候，父亲要捐助一笔钱给英勇的抗日战士，母亲说这是家中仅有之款，但她还是愿意将钱交给父亲捐献。
　　抗战胜利后，父母亲回到上海家中。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父亲不得已于一九四七年一人出走香港。母亲回老家料理一切，变卖什物，筹得路费，到香港与父亲相聚。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父亲得毛主席电召北行，偕母亲离港启程，同行者有民主人士数十人，三月十八日到达北京。从此父亲同母亲定居北京。要不是全国解放，很难设想，父母亲能同享幸福生活，安度晚年。
　　一九五零年十月中，父亲同母亲回到解放后的上海家中小住。当时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陈市长得知我父亲到沪，特意来家中看望，后又设宴招待，我和爱人陈麟瑞亦有幸被邀。席间陈市长举杯祝酒，但嘱我母亲多照顾父亲，勿让他饮酒过度，有伤身体，可见陈市长对父亲的关怀，无微不至；并深知我母亲能管束父亲，父亲能听从母亲。

　一九五三年后父亲患高血压症，动脉血管硬化，身体日衰，懒于走动。父亲在颐和园休养时，母亲陪着父亲每天早饭后散步片刻，然后在亭内小坐，领略湖光山色，父亲健康情况稍得好转。
　　父亲很早就崇敬革命导师马克思。他于一九二四年写的“空言”那首诗里，有“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之句，父亲在上面那首诗里，把母亲喻为燕妮，表达了对母亲的恩爱、敬重、感激和期望之情，当然，事实上，这是不能相比的；但为革命而相敬相爱，则一也。

时光过得真快，父亲离开人世已有二十五个春秋，母亲在父亲去世四年半后，亦追随而去。双亲离世时的情景，呈现在眼前，犹如昨日。思念之余，平心细想，我为双亲庆幸，因为他们没有经历着十年动乱；但也为双亲惋惜，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看到近几年来国家发生可喜的变化，正在朝气蓬勃地踏上富强的康庄大道。如果地下有知，看到国家如此美好的景象，父亲一定会兴奋得彻夜赋诗高吟，与母亲共享唱随之乐。

